
３６卷第１期１４３～１５２页
２０１８年０２月

　　　　　　　　　　　　　　 山　地　学　报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ｐｐ１４３～１５２
Ｆｅｂ，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１１－１１；改回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ｄａｔｅ）：２０１７－０８－０９
基金项目（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０９０３０６１；４１１７１４４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７０９０３０６１；４１１７１４４０）］
作者简介（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王静（１９９１—），女，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生态响应研究。［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９９１— ），ｆｅｍａｌｅ，ｂｏｒｎ

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ｅ，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Ｓｃ．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ｌｏｉｓ＠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胡业翠（１９７８—），女，山东淄博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ＨｕＹｅｃｕｉ

（１９７８－），ｆｅｍａｌｅ，ｂｏｒｎｉｎＺｉｂ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ｍａｉｌ：ｈｕｙｃ＠１６３．ｃｏｍ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７８６－（２０１８）１－１３３－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８－２７８６．０００３１０

广西环江移民迁入区生态移民的环境影响研究

王 静１，胡业翠１，２，武淑芳１

（１．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２．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３５）

摘　要：生态移民在改善移民迁出区资源环境配置格局的同时，势必会给迁入区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农户作为生
态移民政策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决策主体，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单元。科学测度农户对环境的影响，并

找出缓解生态压力的对策，对移民迁入区人地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移民迁入区广西金桥村１８个屯的
入户调研数据，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对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变化的农户微观经济行为特征进行
辨识。结果表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移民迁入区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对移民

迁入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区人均生态赤字严重，尤其是耕地和林地面临的压力较大；与移

民农户相比，当地驻民的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家庭人口规模、土地资源拥有量、农业收入及消费

水平的提高会加重环境压力，户主受教育年限、非农业收入和非农业劳动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生态环境改善；合理布

局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多样化是缓解环境压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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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测度生态移民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不仅是衡
量生态移民政策成败的重要标准，而且对移民迁入、

迁出区的人地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学者对生

态移民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后续影响方面。已

有研究表明，移民的后续生计难以得到保障、导致了

失业、生活水平降低、文化的传承与断裂等诸多社会

问题［１－４］，并且生态移民对迁入、迁出区环境保护做

出的贡献也受到了质疑［４］。在巴西、印尼、埃塞俄

比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移民中，移民迁入区

面临环境灾害和贫困威胁［５－７］。

从生态移民迁入区的效益评估研究来看，现有

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

效益评估，但是移民工程环境效益评估的研究成果

较少，且多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融合在一起进行研

究，对迁入区因移民导致的环境变化研究匮乏［８］。

就现有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而言，不同的学者的观点

并不一致。杨显明［９］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生态移

民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认为宁夏生态移民总体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较基期有大幅提高。Ｆａｎ等［１０］对中

国内蒙古游牧民的生态移民工程开展调查，结果表

明由于生活成本增加及相应的水资源风险加剧，干

旱草原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具有生态和经济的不可

持续性。李耀松［１１］通过定性分析方法提出宁夏生

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移民增收困难，后

续产业发展问题较为严峻。总体来看，生态移民工

程的环境效益评估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且研究方

法多为综合指标法，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生态

移民工程环境效益的评估方法中，生态足迹模型作

为一种有效测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指标方

法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国家、区域、个体等不同尺



度［１２－１５］，研究领域涉及国土资源、能源、旅游

等［１６－１８］。

基于此，本文以广西喀斯特生态移民迁入区金

桥村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生态足

迹、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盈亏状况，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
型分析影响生态足迹变化的农户微观经济行为，以

期为农户可持续生产及决策行为提供依据，寻求解

决研究区生态足迹增长及生态赤字扩张，即改善生

态移民迁入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广西环江县大安乡的典型移民村金桥

村为典型案例区，该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环江县大安乡，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集中安置都安
县和大化县等典型喀斯特山区移民而设立的一个建

制行政村。全村共有３２个屯，９３９户农户，其中移
民家庭７９７户，有汉、壮、瑶、毛南等民族。金桥村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凉爽、湿润多雨、物种丰

富。金桥村以水稻和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支柱产

业以蔗糖生产和桑蚕养殖为主。村域土地总面积

３１７８ｈｍ２，耕地面积３４３ｈｍ２，其中水田４８ｈｍ２，旱地
２９５ｈｍ２；林地面积 ２３１２ｈｍ２；荒山荒地面积 ５２３
ｈｍ２。自移民进入后，为保障移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得到改善，政府鼓励农户开荒造田，在土地得到最大

程度开发利用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毁林开荒的现

象。尽管耕地面积扩大，但是优质耕地数量有限，除

了水田，大部分耕地都处于坡地之上。土地的过度

利用、树木乱砍滥伐等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当地

的土壤肥力和水土保持，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

在２０１４年预调查的基础上，综合环江县国土资
源局等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意见，考虑到移民安置

点和农户的代表性、交通可达性等，最终选取安一、

安二、安乐、安居、大金洞、富平、福桥、欢洞、金桥、金

岭、可力、拉力、欧六坡、桥粒、平锁、三合、下塘、小金

洞１８个屯为典型点进行调查，占该行政村总屯数比
重的５６．２５％，调研样本点的空间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调研样本点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８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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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基础数据获取
本文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法（ＰＲＡ）获取相关

数据，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法等 ＰＲＡ工具，于
２０１５年６—７月期间进行。问卷内容主要涉及：（１）
农户家庭成员基本信息；（２）生态足迹账户指标信
息，其中包括生物资源账户指标（农产品、水产品、

动物产品及林业产品）、能源资源账户指标（煤炭、

石油、天然气、电力等）；（３）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
况；（４）农户家庭收支及其构成情况。

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研究首先采用排除法，

排除农户聚集程度低、数量少、农户类型单一的屯，

最终选取在空间布局上覆盖全村的金桥、大金洞等

１８个屯。在此基础上，采用随机抽样法，分别在１８
个屯中随机抽取移民和当地驻民农户家庭进行走访

调研，同时，在随机抽取样本的过程中会兼顾家庭经

济状况、人口规模、收入来源等因素的均衡分布。由

于户主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所以围绕户主开展调

研和访谈，家庭的其他成员对问题进行补充，每户调

查时间约为１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４０份，有效
问卷数量为１３１份，其中来自移民农户家庭的问卷
９５份，来自非移民农户家庭的问卷３６份，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９３．５７％。移民农户有效样本数量占金桥
村移民总数的１１．９２％，当地驻民农户有效样本数
量占金桥村当地驻民总数的２５．３５％，样本数量适
中。

#"#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农户的环境影响测算

在生态足迹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

不同的改进方法。其中，由于传统生态足迹方法考

虑了贸易进出口，导致无法精准描述人口造成的生

态压力是否完全作用于当地，同时忽略了生活消费

水平的影响，往往导致越是不发达、人们生活水平低

的地区，其可持续性越高。针对这一问题，熊德国与

鲜学福［１９］提出了生产性生态足迹。在生产性生态

足迹账户的核算中，主要分为６种类型：耕地、林地、
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２０］。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ＥＦ＝Ｎ×ｅｆ＝Ｎ×∑６

ｊ＝１∑
ｎ

ｉ＝１
（ｒｊ×ｃｉ／ｐｉ）（１）

ＥＣ＝Ｎ×ｅｃ＝Ｎ×∑ａｊ×ｒｊ×ｙｊ （２）

ＥＤ＝ＥＦ－ＥＣ（ＥＦ＞ＥＣ） （３）

ＥＲ＝ＥＣ－ＥＦ（ＥＣ＞ＥＦ） （４）
式中，ＥＦ为区域总的生态足迹；ＥＣ为区域总承载
力；ＥＤ为生态赤字；ＥＲ为生态盈余；Ｎ为区域人口
数量；ｅｆ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ｅｃ为区域人均土地生
态承载力；ｉ为生态足迹账户中资源的类别；ｊ为生
物生产性土地类型；ｃｉ为第 ｉ种资源人均生产量；ｐｉ
为研究区第ｉ种资源的平均产量；ａｉ为生物生产性
土地的实际人均面积；ｒｊ、ｙｊ分别为第 ｊ种生物生产
性土地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

为了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

要扣除１２％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由于６类用
地的生物生产力不同，需将其转换为具有相同生物

生产力的土地面积，转换系数称为均衡因子。为了

便于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需将某一局部地区的生

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转换为对应的整体面积，其转换

系数称为产量因子。目前多数研究只是简单地套用

世界平均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无法精确反映研究

区域土地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为了较为真

实、准确地反映研究区的生态足迹情况，本文采用刘

某承、李文华等人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计算得

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尺度不同土地类型的均衡

因子和产量因子［２１－２２］，取值如表１。

表１　广西不同土地类型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
Ｔａｂ．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筑用地 化石能源用地

均衡因子 ３．３９ ０．８２ ０．５６ ０．４４ ３．３９ ０．８２

产量因子 １．３９ １．２０ ２．６２ ２．６２ １．３９ ０．００

２．２．２　农户对环境影响的驱动因素分析
目前，学者们在研究生态足迹驱动因素时，存在

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驱动指标选取大多依据主观判

断，缺乏理论依据和充分的阐述说明；第二，由于个

别指标之间相关性较强，容易产生多重共线问题，造

成结 果 可 信 度 不 高，本 文 将 利 用 改 进 后 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经典的“ＩＰＡＴ”模型描述了人口数量（Ｐ）、富裕

度（Ａ）、技术（Ｔ）等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环境压力
（Ｉ）的影响，来表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由于“ＩＰＡＴ”模型捕获了自然、社会科学的基本规
律［２３］，自提出以来，以其为基础的应用、改进和研究

非常广泛。尤其是Ｙｏｒｋ等在经典的“ＩＰＡＴ”模型基
础上提出了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２４］，不仅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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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ＡＴ”模型考察变量数目有限的问题，还可以消除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２５］，公式如下：

Ｉ＝α０Ｐα１Ａα２Ｔα３ε （５）
式中，Ｉ表示环境压力；α０是模型的常数项；ε为随
机误差项；α１、α２、α３分别表示人口数量（Ｐ）、富裕度
（Ａ）、技术（Ｔ）的变化引起的指数项。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允许增加其他控制因素分析对
环境的影响。在现有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构建中，宏
观尺度层面，肖思思和黄贤金［２６］选取的驱动指标具

有代表性，用生态足迹、人口数量、人均ＧＤＰ分别表
征环境压力、人口、富裕度因素；技术因素被分解为

第一、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Ｔ）和城市化率（Ｍ）。
微观尺度层面，赵雪雁［２７］选取的指标极具代表性，

家庭规模、户主及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表征人口因素，

家庭人均收入表征富裕度因素，家庭恩格尔系数反

映消费因素，劳动力非农就业比比重反映生计模式。

另有国外研究显示，家庭生态足迹差异来源于收入、

受教育程度、环境意识等因素［２８］。在徐中民的研究

中也得出：区域社会发展状态、生计模式、态度和信

仰等因素也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２７，２９］

基于已有研究结论，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本

文对“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进行扩展，以生态足迹表征环
境压力（Ｉ），选取人口（Ｐ）、资本（Ａ）、消费（Ｃ）和生
计方式（Ｌ）作为解释变量。

为了深入研究移民迁入区环境压力的影响因

素，第一，在人口规模上引入户主受教育年限，研究

人口素质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第二，由于富裕度通

常用ＧＤＰ或收入来表示，很难反映移民迁入区农户
实际资本情况，所以本文用资本因素取代富裕度因

素。Ｋａｎｃｋ［３０］指出社会资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都非常相关。在移民迁入

区，土地和收入是家庭中资本的主要组成，尤其是在

移民政策实施之后，移民和当地驻民土地拥有量差

异较大，土地利用的变化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

响。同时，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非农业收入成

为大多数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本文将收

入资本细化，以期分别探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

变化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第三，将消费因

素引入“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用人均消费水平和恩格尔
系数从消费数量和结构上突出消费对环境的影响。

第四，从微观层面出发，用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测度

生计方式，用生计方式取代技术因素。

改进后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公式如下：

Ｉ＝α０Ｐα１Ａα２Ｃα３Ｌα４ε （６）
式中，Ｉ表示生态足迹，α０是模型的常数项，ε为随
机误差项，α１、α２、α３、α４分别表示人口数量（Ｐ）、资
本（Ａ）、消费模式（Ｃ）、生计方式（Ｌ）的变化引起的指
数项。为了减弱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

象，将拓展模型两边各自取对数，转化为以下方程：

ｌｎＩ＝α０＋α１（ｌｎＰ）＋α２（ｌｎＡ）
　 ＋α３（ｌｎＣ）＋α４（ｌｎＬ）＋ε （７）

表２　农户生态足迹影响因素指标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ｆａｒｍ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驱动因素 驱动指标 单位 指标含义

人口 家庭人口规模 人／户 农户家庭常住人口数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反映家庭人口素质水平

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亩 农户家庭人均占有耕地的数

量，包括旱地、水田

人均水田面积 亩 农户家庭人均占有水田的数量

人均林地面积 亩 农户家庭人均占有林地的数

量，包括天然林地、人工林地

人均收入 元／年 包括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

业收入

人均农业收入

占比

％ 农业收入（粮食及经济作物收

入，饲养家禽、牲畜收入，林业

收入等）占总收入比重

人均非农业收入

占比

％ 非农业收入（外出务工收入、非

农经营收入、政府补助收入等）

占总收入比重

消费 人均消费 元／年 反映农户生活消费水平的高低

家庭恩格尔系数
％ 农户家庭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

支出总额的比重，体现农户家

庭消费结构

生计

方式

家庭劳动力非农

就业比重

％ 农户家庭中从事第二、三产业

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

３　结果与分析

$"!

　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足迹是研究区居民资源消耗的平均强

度，其数值越大，表明研究区生态压力越大。研究区

移民政策的实施时间基本集中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本
文测算２０１４年移民迁入区农户生态足迹，分析移民
政策实施近２０年后对环境的影响。由于研究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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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生产，该类资源生态足迹值为零。

从整体来看，金桥村整体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

为１．８６ｈｍ２，农户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处在较高水
平。当地驻民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了２．８４ｈｍ２，是
移民的１．８３倍，超过了全球人均生态足迹２．０ｈｍ２

的阈值［３１］，生态足迹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具有较大

差异，当地驻民的环境影响最大。

图２　金桥村农户２０１４年人均生态足迹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Ｊｉｎｑ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ｆａｒｍ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２０１４

在农户人均生态足迹的构成中：（１）金桥村整
体居民、移民、当地驻民人均生态足迹结构均表现

为：林地＞耕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草地，
林地所占比重最大，耕地次之，二者占比之和超过了

８４％。这与谷瑶［３２］的研究结论“化石能源足迹与耕

地足迹是广西人均生态足迹的主要构成”不同，一

方面是由于金桥村居民化石能源耗费量较小，另外，

在退耕还林政策的带动下，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当地

驻民大面积的开荒造林种植桉树、核桃树等经济林，

从中获取的林业产品尤其是木材较多的缘故。人均

生态足迹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相关，短

期内受第一产业规模变动的影响最大［３３］，金桥村作

为典型农业村，第一产业是本村支柱产业，农业和林

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加重了环境压力。（２）金桥村
整体居民、移民、当地驻民人均草地与建筑用地足迹

所占人均生态足迹比例之和不超过５％，这取决于
金桥村畜牧业产品产量和用电量处在较低水平，究

其根本是由于金桥村农户的经济活动对草地和建筑

用地的需求较小，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其微观经

济行为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３）通过对比
发现，由于收入、消费及土地资源拥有量的差异，除

了草地，当地驻民人均生态足迹其他组分值均大于

移民农户对应值，差异性显著。特别是人均林地足

迹，高出了１．２１ｈｍ２，反映出当地驻民对林地资源
的依赖远远高于移民。

图３　金桥村农户２０１４年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ｐｌｕｓ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ｔｏｆＪｉｎｑｉａｏ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ｆａｒｍ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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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的人均土地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盈亏
本文人均土地生态承载力基于移民和当地驻民

农户拥有的各类土地面积核算得出，由于样本的数

量较多，空间分布合理，所以整体居民的人均生态承

载力基本代表了金桥村村域整体承载力。（１）金桥
村整体居民、移民、当地驻民的人均土地承载力分别

为０．７５ｈｍ２、０．７２ｈｍ２、０．８３ｈｍ２，均低于１．６ｈｍ２

的全球标杆［３１］。（２）人均土地生态承载力的构成
中，移民与整体居民相同，表现为耕地＞林地＞草地
＞建筑用地，说明在以农业发展为主的金桥村，耕地
的生态供给能力仍占主导地位。当地驻民则表现为

林地＞耕地＞草地 ＞建筑用地，生态承载力构成的
差异源于人均林地承载力的拉动，其人均林地承载

力高于移民０．１８ｈｍ２。由于在开荒造林和退耕还
林的行动中，当地驻民不仅比移民拥有优势，并且积

极性更高，也反映出开荒造林和退耕还林政策有利

于提高生态承载力，缓解生态压力。

从生态盈亏角度来看：（１）整体上，金桥村整体
居民的人均生态赤字为１．１１ｈｍ２，显然，金桥村农
户人均占用资源量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的承受范围，

农户家庭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移民政策实施近２０年
后金桥村处在较大的环境压力之下。（２）通过对比
发现，除了草地，当地驻民的赤字程度均大于移民，

当地驻民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移民。

（３）从人均生态赤字的构成来看，金桥村整体居民、
移民及当地驻民的建筑用地与草地虽然表现较低的

生态盈余，但是盈余量均未超过０．１ｈｍ２，林地与耕
地赤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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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户生态足迹影响因素逐步回归估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ｆａｒｍ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整体居民 移民 当地驻民

非标准化系数 Ｔ检验值 非标准化系数 Ｔ检验值 非标准化系数 Ｔ检验值

常数项 －４．４５ －２．８３ －３．５７ －２．２５ －１８．１２ －３．５５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７８ ２．４８ ０．９７ ２．８２ １．２０ １．１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３６ －１．２４ －０．４４ －１．３４ －０．３２ －１．９０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３１ ３．０９ ０．３９ ３．５７ ０．３０ ０．６３

人均水田面积 — — — — ０．１８ １．１１

人均林地面积 ０．３２ ２．８８ ０．２７ ２．１７ ０．２３ ０．４６

人均收入 ０．１１ ０．８４ — — ０．４１ １．８０

人均农业收入占比 ０．１７ １．６５ — — — —

人均非农业收入占比 －０．１８ －０．４８ －０．２３ －０．５４ －０．２２ －０．７５

人均消费支出 ０．６７ ４．０４ ０．５２ ２．７１ ２．０８ ４．２８

恩格尔系数 — — — — — —

非农劳动力比重 －０．１１ －０．６４ －０．２４ －１．１８ — —

Ｒ２ ０．８ ０．８４ ０．９９

Ｆ统计量 １１．２１ ７．９３ １６．７６

　　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表示显著性不明显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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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原因分析
采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金桥村整体居民、移

民、当地驻民影响环境的原因，通过逐步回归统计模

型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３。
研究结果显示，整体居民模型的 Ｆ统计量为

１１．２１，拟合度为 ０．８０；移民模型的 Ｆ统计量为
７９３，拟合度为 ０８４；非移民模型的 Ｆ统计量为
１６７６，拟合度达到０９９，三个方程拟合良好。

陈瑜在西部地区人口素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中

提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影响包括人口数量

和质量两个方面［３４］。本文中，首先从人口数量角度

来看，３个模型的家庭人口规模的系数分别为０．７８、
０．９７、１．２０，并且显著性较强。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
有促进人均生态足迹增加的作用，与已有研究结

论［３５］相同。金桥村不同人口规模的农户家庭对资

源的利用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

没有起到稀释人均生态足迹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

人口规模大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较多，在全村鼓励

开荒造林和退耕还林的政策背景下，更愿意通过从

事农业活动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对农业

经济产品依赖性的加强，人口规模大的农户家庭会

加大农业投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加大会使有

限的土地资源产出增大，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加大，从

而增大环境压力。其次，从人口素质来看，３个模型
的户主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小于０，文化素质的提
高有助于缓解环境压力。户主是家庭的核心，也是

主要决策者，其素质的提高，认识和掌握自然、经济

规律的能力自觉性就会越强，从而领会环境保护政

策和掌握相关技能的能力越强。

土地资本因素中，整体来看，金桥村整体居民的

人均耕地、林地面积系数分别为０．３１、０．３２，表明农
户家庭人均土地资本的扩大会加重环境压力，由于

人均水田面积显著性不强，因此移除。与移民相比，

当地驻民土地资本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其

人均耕地、水田面积的系数分别为０．３０、０．１８，移民
农户与当地驻民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水田分配不

均现象导致移民农户从水田获取的农产品的数量较

小的缘故。调研数据显示，移民人均水田面积为

００２ｈｍ２，占其人均耕地面积的１１．４１％，当地驻民
却达到了０．０５ｈｍ２，占其人均耕地面积的２９．９１％。
移民、当地驻民人均林地面积系数分别为 ０２７、
０２３，林地面积的增加并没有起到保护当地生态环
境的作用，究其原因，是生长周期较短、经济效益高

的桉树被大量种植，短时间内树木砍伐量较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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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生态足迹的升高。收入资本因素中，金桥村

整体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农业收入占比、人均非农业

收入占比系数分别为０．１１、０．１７、－０．１８，在现有的
研究结论中，多数学者［３６］指出提高收入水平会加剧

环境影响，但是并未将收入细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

收入，本文将收入因素细化，结果显示：虽然整体上

农户家庭收入资本的增加会加重环境压力，但是非

农收入的增加反而会抑制环境压力的恶化，这个现

象在移民农户和当地驻民家庭中均有体现。随着人

均非农业收入占比的增大，农户家庭收入对传统农

业的依赖程度降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

转移，由于劳动力的约束，农户会减少农业生产的数

量和规模，并减少对本村其他自然资源的获取，从而

使人均生态足迹产生下降的趋势。

消费因素中，金桥村整体居民与移民、当地驻民

的结果相同，三者人均消费支出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７、０．５２、２．０８，人均消费增大意味着更多的饮食、居
住和出行的需求，也意味着大量的能源消耗与污染

物排放，农户消费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家庭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最大压力和挑战。经调研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当地驻民的人均消费平均值是移民的１．７５
倍，这也是当地驻民生态足迹始终大于移民生态足

迹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恩格尔系数的显著性不强，

所以将该因素移除。

生计方式因素中，金桥村整体居民非农业劳动

力比重的系数为－０．１１，说明农户家庭的非农业劳
动力比重每提高１个单位，环境压力就降低０．１１个
单位，郝海广在研究农牧交错地带的生态足迹的时

也指出提高非农化水平具有缓解环境影响的作

用［３６］。移民农户家庭非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系数为

－０．２４，以非农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不仅有利于
降低生计脆弱性，减少自然灾害威胁，而且能促使农

户寻找更加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增强农户对生态

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有效地减轻环境压力［３５］，这

个现象在非移民家庭中并没有产生，虽然为了维持

生计，当地驻民也会参与非农业就业活动，并且非农

收入可以有效降低环境压力，但是由于其拥有大量

优质土地资源，导致其在生计多样性方面并没有表

现出较高的积极性。

４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移民迁入区的调研数据，运用生态足

迹模型，揭示了金桥村的生态压力现状，对比分析了

研究区不同类型农户对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

了人口、资本、消费以及生计方式四个方面１１项指
标对生态足迹的驱动机理。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

下：

（１）从金桥村生态环境现状来看，本区域整体
居民２０１４年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为０．７５ｈｍ２，生态供
给能力较低，生态足迹及生态赤字分别达到了１．８６
ｈｍ２、１．１１ｈｍ２，较高的生态需求与较低的生态供给
之间的矛盾使农户家庭处于不可持续状态，金桥村

处于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之下。生态移民政策的实

施导致了金桥村土地被过度使用，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耕地与林地赤字严重。由于移民农户与非移民

农户承包耕地的数量及质量具有不平等分配的现

象，当地驻民拥有大部分优质耕地，尤其是水田，再

加上农户新开垦的土地权属不明，导致土地流转困

难，所以政府及村集体应该在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合理分配土地，完成土

地确权工作，防止过度使用土地现象，切实保护耕地

和林地资源，降低生态赤字。

（２）通过对比金桥村移民与当地驻民发现：当
地驻民的经济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大于移民。虽

然在退耕还林的背景下，当地驻民大面积种植经济

林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其生态承载力水平的提高，

高出移民０．１１ｈｍ２。但是由于其对林地资源依赖
过高，获取大量林业产品尤其是木材，导致当地驻民

林地赤字现象严重。同时，本文也反映出退耕还林

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区域生态承载力，尤其是经

济林的种植还可以提高农户收入。所以，在保护好

现有林草资源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退耕还林政策，尤

其是加大对果树的种植，尽量避免砍伐树木。

（３）改进后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适用于微观层面
的农户环境影响分析，且研究结果显著。家庭人口

规模的扩大、土地资源拥有量的增加、农业收入及消

费水平的提高会加重环境压力，户主受教育程度、非

农业收入和非农业劳动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缓解环境

压力，抑制生态足迹增长。其中，消费水平的差异是

造成当地驻民生态足迹始终大于移民生态足迹的主

要原因，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农户微观经济行为和决

策是导致金桥村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

要驱动力，也是引起人均生态足迹发生变化的内在

因素。因此，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土地，促

进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多样化，引导农户提高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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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以及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是缓解环境压力的

重要举措。同时，要注重精神扶贫，通过技能培训、

文化教育、环保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户文化素质与环

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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